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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赋能与中国民营企业灵活用工

尹志锋　李恒斌　刘兆达　周敏丹*

内容提要　基于 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

活用工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赋能有助于提升企业用工灵活性。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

模型和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内生性，并进行相应稳健性检验后，相关结论依然成立。机制

检验表明，数字化赋能主要通过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和实现企业管理架构升级促进企

业灵活用工，前者使所雇员工能够更好地适应企业的技术需求，后者提升了企业采用灵活

用工的组织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赋能对非全日制用工的促进效果更强，且数字

化赋能效果在深度数字化和高市场分割度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经济效应分析表明，数

字化赋能所引致的灵活用工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成为企业降

本增效的有力支撑。本研究有助于揭示数字化赋能的就业效果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明确

灵活用工的驱动因素以及相应的政策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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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也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但随着中国人口转向减量发展

阶段、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红利进入关键转变期、传统用工模式的成本大幅上

升，并且当前外部环境日益复杂、不确定性水平高企，许多企业开始采取减少招聘、

裁员等措施以降低自身用工成本，对就业环境造成负面冲击（汤旭东、贾洋，2024）。

* 尹志锋，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innovationyzf@126.com；李恒斌，中央财经大

学经济学院，电子邮箱：13051032710@163.com；刘兆达，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电子邮

箱： l18306474231@163.com；周敏丹 （通讯作者），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电子邮箱：

zhoumindan@163.com。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项目编号：72274231）、国家

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24BJY186）的资助。文责自负。

··106



尹志锋等：数字化赋能与中国民营企业灵活用工

2020年 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国办发〔2020〕 27号）

提出支持非全日制就业、远程办公等就业新形态的发展，着力指导企业规范开展用工

余缺调剂。在此背景下，一种新兴的用工模式——灵活用工，逐渐成为企业调整自身

人力资本结构、积极履行用工责任、充分适应市场环境变化并重新确立自身优势地位

的优先选择（冯喜良等，2018）。灵活用工一词常与用工方式灵活性混用，二者并无本

质区别。其中，灵活用工是相对于雇主而言的，是对劳动者不同于标准雇用模式的灵

活调配和使用。用工方式灵活性则是指企业根据生产经营需要，采取不同用工方式或

合同安排的自由度（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18）。

灵活用工涵盖内部数量灵活性、外部数量灵活性、功能灵活性、工资灵活性和外

部化灵活性（高友才等，2014）。本文所讨论的用工灵活性主要是外部化灵活性，具体

包括共享用工、劳务派遣、业务外包、非全日制用工和远程办公五种形式。各种灵活

用工形式的具体定义如下：共享用工是指在相同时间段内，多个雇主同时使用一位或

一类雇员的用工形式（裴敏，2020）；劳务派遣是指派遣机构受企业委托招聘员工，并

与之签订劳动合同，然后由派遣机构将员工派遣至企业工作的用工形式（王全兴、侯

玲玲，2004）；业务外包是企业利用专业化分工优势，将日常经营中的部分业务委托给

本企业以外的专业服务机构或其他经济组织完成的经营行为（刘玉廷，2010）；非全日

制用工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

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远程办公是指员工借助信息通信技术全部或部分

地替代通勤，远程参与日常工作的工作方式（Andreev et al.，2010）。

灵活用工是企业基于实时用工需求，按需灵活雇用人才，双方没有建立正式全职

劳动关系的一种用工方式，其在降低雇用成本、提高用工弹性、赋能经营效率等方面

具备明显优势。因此，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热度不断攀升，并逐渐步入发展“快车道”。

根据艾瑞咨询的数据，2017-2021年中国的灵活用工市场规模年复合增长率达 30.5%，

从 2017年的 3081亿元增长到了 2021年的 8944亿元①。在中国灵活用工市场持续扩张的

宏观背景下，大量学者围绕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探讨了经济周期下行、地区贸易自

由化水平提升等因素对企业用工行为短期化的推动作用（何冰、周申，2019；王欢欢

等，2022），或是讨论工会制度、《劳动合同法》等因素对企业灵活用工的抑制作用

（王甫希等，2018；魏下海等，2015），但均忽略了企业内源性因素对其灵活用工行为

的影响。

①　  参见https：//pdf.dfcfw.com/pdf/H3_AP202209261578667571_1.pdf？16641870000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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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灵活用工的实践过程中，企业自身的诸多顽疾将会逐渐显露，严重阻

碍灵活用工的“红利”释放。《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员工质量不稳

定与管理困难是企业在灵活用工过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杨伟国等，2021） ①。员工质

量不稳定意味着企业几乎无法以合理的成本雇用到与自身技能相匹配的员工，员工管

理困难则强调相对复杂的用工结构对企业内部管理架构造成了巨大冲击（王全兴、刘

琦，2019）。上述问题严重削弱了企业通过灵活用工实现降本增效的红利释放，显著降

低了企业采用灵活用工的意愿，进而制约了中国灵活用工市场的健康发展。

近年来，数字浪潮席卷全球，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深刻的经济结构变革。大力发

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化赋能逐渐成为各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普遍选择。中国政府高度

重视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

设数字中国”。政府的决策部署叠加数字技术在疫情期间的突出表现，有力推动了中国

产业的数字化赋能进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3 年）》 显示，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 50.2 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比重达 41.5%，全年数字经济增速高达 10.3%②。其中，数字产业化规模和产业

数字化规模分别为 9.2万亿元和 41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分别为 18.3%和 81.7%，数

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

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在赋能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同时，也对传统就业市场造成了显

著冲击。大量学者围绕数字化赋能对产业内就业结构和产业间就业分布的冲击展开研

究。研究发现，数字化投入主要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影响产业内劳动力就业结构（杨先

明等，2022），具体体现为就业群体中高技能劳动力和接受过高等教育劳动力的占比持

续上升（陈梦根、周元任，2021；郭东杰等，2022）。但数字化对中低技能劳动力的影

响尚无定论，争论主要在于是否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孙早、侯玉琳，

2019；杨先明等，2022）。有关产业间就业分布的研究表明，伴随数字经济的发展，第

二产业从业人员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趋势，而第三产业更早受益于数字化赋能的就业

创造效应（叶胥等，2021）。

总体而言，尽管学者们从中观层面对数字化赋能的就业效应进行了诸多有益探讨，

但在微观企业层面有关数字化赋能就业效应的证据仍然匮乏。同时，研究视角也大多

①　  针对“员工质量不稳定”，报告指出，这是由于岗位对一定技能和生产经验有要求，第三方

招聘的员工质量不稳定，且难以在岗位上长期稳定工作。

②　  参见https：//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304/t20230427_4190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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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于数字化赋能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结构变化（肖土盛等，2022；叶永卫等，2022），

而忽略了其对企业用工模式选择的影响。理论上，在企业实现数字化赋能的过程中，

虚拟现实、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企业传统经营管理模式的碰撞融

合催生了全新的数字架构（Khin & Ho，2019），为企业解决灵活用工面临的匹配失衡、

管理冗杂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方面，借助高效的数字分析技术，企业能够塑造以项目为核心的浮动结构，这

为灵活用工效能的发挥提供了“沃土”。生产过程的物理空间限制被新一代信息技术打

破，生产劳动的远程操作取代了传统的集中劳动方式（何玉长、刘泉林，2021），诸如

共享用工、远程办公等新兴的灵活用工形式被大量采用。另一方面，在大数据等技术

的支撑下，海量求职数据得以在平台之间快速传递和交互。借助人工智能、机器学习

等技术，人力资源部门能够更加高效地分析并识别出简历中符合岗位要求的关键技能

和经验，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搜寻、识别成本，实现更高的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高靖

宇、魏蕊，2024）。此外，数字技术赋能管理架构升级、推动柔性化管理与多线任务并

行的优势（戚聿东、肖旭，2020），使灵活用工面临的管理冗杂问题迎刃而解。综上，

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了灵活用工的潜在收益，降低了企业灵活用工的门槛，从而促进

了企业灵活用工。

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 11月 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民营经济是

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2023年 7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更是将民营经济定位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聚焦民营企业灵活用工决策研究能够直接呼应“两个毫不动

摇”的顶层设计，助力稳就业政策落地①。面对中国不断推进的数字化赋能进程和日益

扩大的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明确数字化赋能对民营企业灵活用工的作用效果与作用机

理，可以与国家战略形成深度共振，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本文利用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活用

工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理。具体而言：首先，本文在控制一系列混杂因素与固定

效应后，识别了数字化赋能与企业灵活用工之间的关系，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工具

变量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然后，采用更换被解释变量、纳入更多控制变量、调

①　  鉴于私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在概念上较为重合，私营企业作为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

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民营企业整体情况的客观现实。本文借鉴既有文献的一般做法（何轩、马

骏，2018；林志帆、龙小宁，2021），以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为基础，实证探讨

了中国民营企业的灵活用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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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标准误层级等多种方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其次，围绕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和

实现企业管理架构升级两方面进行了机制检验，并从灵活用工类型、企业数字化程度

和市场分割程度等不同维度展开异质性分析。最后，探讨了数字化赋能下灵活用工的

降本增效作用。

研究发现：第一，数字化赋能通过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和实现企业管理架构

升级促进企业灵活用工；第二，数字化赋能对非全日制用工的促进效果更强，且数字

化赋能的提升效果在深度数字化和高市场分割度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第三，数字

化赋能所引致的灵活用工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已成为企

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支撑。

与既往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企业用工

模式视角出发，为数字化赋能就业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经验证据。以往关于数字化赋能

就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产业内就业结构和产业间就业分布，鲜有文献从用工模式视

角对数字化赋能的微观就业效应进行探讨。仅有部分研究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化赋能

与企业用工模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戚聿东、肖旭，2020），但由于数据限制，缺乏更为

直观的经验证据。此外，现有关于企业灵活用工的研究，大多聚焦于上市企业和国有

企业。随着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关注民营企业用

工决策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基于 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本文考察

了数字化赋能对民营企业灵活用工的影响，拓展了企业用工模式变革的理论框架。

第二，聚焦于企业灵活用工面临的核心困境，在探讨数字化赋能作用路径的同时，

拓展了关于灵活用工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现有研究主要分析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

境对其灵活用工行为的影响，但忽略了企业内源性因素。能否有效吸收灵活用工“红

利”是企业是否采用灵活用工的关键。本文在分析制约企业灵活用工效能发挥的重要

因素后，结合数字技术的核心特征，将“数字化赋能、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管理架

构升级-企业灵活用工”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剖析数字化赋能对企

业灵活用工的影响路径，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企业灵活用工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揭

示了数字化赋能在不同灵活用工类型、不同数字化进程以及不同市场分割度下的差异

化作用，这在增强研究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为数字化赋能促进企业灵活用工的作用

机制提供了有力支撑。

第三，强调了灵活用工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发现灵活用工能够提升民营企业

用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有助于实现降本增效。本文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升企

业-员工技能匹配度并实现管理架构升级，进而帮助企业打通吸收灵活用工“红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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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点，激励民营企业采用灵活用工。同时，在数字化赋能之后，灵活用工能够有效促

进民营企业降本增效。这不仅揭示了数字技术在民营企业用工决策中的关键作用，而

且为提升民营企业竞争力、增加社会就业岗位提供了新的方向。

本文其余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旨在分析数字化赋能

对企业灵活用工的直接效应，并从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和推动企业管理架构升级

两个角度，探讨数字化赋能提升企业灵活用工的具体作用逻辑。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

主要介绍实证设计、相关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主要对回归结

果进行汇报和解释，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第五部分为拓展性分析，

主要是对作用机理进行实证检验，从灵活用工类型、企业数字化进程和市场分割程度

等方面展开异质性分析，并探讨数字化赋能下灵活用工的降本增效效能。最后，总结

全文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企业数字化赋能的过程，实际上是数字技术与企业传统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碰撞融

合的过程（赵宸宇等，2021）。伴随这一过程的不断深入，企业的灵活用工实践在两个

方面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是数字化赋能直接改变了企业的组织结构，以项目为单位的

组织管理结构为灵活用工效能的发挥提供了适宜的内部环境；数字技术为新兴灵活用

工形式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使转型后的企业具备实现多元化用工形式的客观能力；

适宜的环境与内在的能力提升了企业灵活用工的意愿，促进了企业灵活用工。二是数

字技术为克服企业灵活用工实践中的顽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使转型后的企

业能够更为充分地发挥灵活用工的降本增效效能（戚聿东、肖旭，2020）。

随着数字化赋能的逐渐深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企业的组织边界

（戚聿东、肖旭，2020），使企业能够根据数据分析结果保留最小组织单元，形成以项

目为单位的浮动结构（忻榕等，2020）。劳动者之间以项目为单位形成液态组织，参与

技术、知识等要素的流动过程，为企业采取灵活用工策略营造了适宜的组织环境，促

进企业积极开展灵活用工实践。同时，数字技术在无形中创造了新的灵活用工模式：

借助数字技术，多种与企业生产经营高度融合的数字平台得以建立 （戚聿东等，

2021）；数字平台通过互联网将劳动者和劳动资料以线上和线下的形式结合，突破了生

产过程的物理空间限制，为远程办公模式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支撑；生产劳动的远程操

作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集中劳动方式（何玉长、刘泉林，2021）；大数据、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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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出现，推动了生产模式的更新升级和用工形式的转变；在

管理、设计类工作远程化的同时，传统生产活动也在向远程化方向发展，远程办公模

式开始向农业部门和生产性部门扩展。综上，伴随数字化赋能而来的浮动结构与新兴

灵活用工模式直接激励了企业灵活用工。基于此，本文提出待检验的假设 1：数字化赋

能直接促进了企业灵活用工。

从企业灵活用工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超过

70%的企业对灵活用工过程中员工质量不稳定表示担忧，近 40%的企业认为管理困难

严重制约了灵活用工效能的发挥。企业往往难以用合理的成本雇用到与其技能需求相

匹配的员工，且相对复杂的用工结构对企业内部管理架构造成了巨大冲击（王全兴、

刘琦，2019）。数字化赋能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首先，企业识别并雇用符合自身需求的员工大致包括以下步骤：确定招聘需求、

发布招聘广告、收集和筛选简历、面试评估候选人、发放录用通知以及后续的入职流

程等（肖巍，2019）。整个过程紧密且烦琐，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

力以保证所雇员工的质量。但在灵活用工模式下，企业对劳动力的雇用呈现出常态化

趋势。这种模式在提升企业用工灵活性的同时，也对传统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了成本冲

击（Michie & Sheehan-Quinn，2001），复杂烦琐的招聘流程难以为继。因此，大量企业

选择直接从第三方机构获取所需劳动力以节约招聘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用工

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代理问题（裴敏，2020）。

一方面，劳动者对人力资源服务公司、劳务中介等第三方机构的信任度较低，人

力资本较高、能力较强的员工往往不会选择通过第三方机构寻找工作，这限制了应聘

人员的质量；另一方面，第三方机构在灵活用工管理中的专业化水平总体有待提高，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打价格战、依赖政策的粗放式发展现象较为普遍，在专业团队建设、

系统平台建设、产品研发等方面投入不足，且在基础人事管理、培训、员工关系管理、

用工风险管控等方面尚未形成系统化的成熟经验（李志锴，2022），从而无法有效保证

企业雇用到的劳动者质量，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技能的匹配失衡，企业所雇用的员工

无法从事其所期望的技术性工作，限制了灵活用工效能的发挥。

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海量高频数据得以在平台之间快速传递与交互，大幅降低

了搜寻成本和外部协调成本 （刘奕、夏杰长，2016；裴长洪等，2018；Goldfarb & 
Tucker，2019）。在企业和劳动力雇用层面，表现为劳动者和企业的搜寻成本及招募成

本的下降。互联网技术大幅降低了企业获取劳动者信息的成本，海量劳动者信息以数

据形式在市场上流转，企业借助网络爬虫、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可以轻松获取大量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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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特征信息（肖土盛等，2022）。进一步地，企业通过深度学习、数据挖掘等方法对信

息进行快速分解与识别，最终选择与企业所需技术性工作尽可能吻合的员工，实现了

企业与劳动力之间的技能匹配 （戚聿东、肖旭，2020）。例如，Indigo 公司每周收到

2200多份申请，招聘流程缓慢且任务繁重。但当数字技术引入招聘流程后，招聘团队

开始使用人工智能自动分析简历，致使最终招聘成本总体降低了 75%，单次招聘的成

本降低了 71%，符合企业技术需求的候选人数量增加了三倍。同时，在数字技术与企

业员工招聘逐步融合的过程中，企业所雇用的员工在满足企业偏向性技能需求的同时，

往往自身也具备较高的综合技术水平 （陈梦根、周元任，2021；史婵等，2025；
Arvanitis & Loukis，2015）。由此积累的高技能劳动力增加了企业的灵活性人才供给，

有效满足了部分灵活用工方式对高技能劳动力的依赖，进一步促进了企业灵活用工。

例如，远程办公、共享用工和业务外包等都要求劳动者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相关智能设

备的使用，并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杨伟国、吴邦正，2022）。

其次，数字化赋能实现企业管理架构升级，有助于企业克服灵活用工引发的管理

冗杂问题。企业在灵活用工过程中面临的管理困难主要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流动性带

来的管理难题。企业自身项目的不确定性叠加灵活用工人员频繁的工作转换，使灵活

用工企业面临较高的员工流动性。高流动性要求更短的招聘周期、更精简的入离职程

序以及更高效的薪酬管理、结算和支付体系。二是灵活用工企业与各利益相关方之间

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管理难题。以业务外包为例，在业务被外包后，如何实现项目动态

监管、业绩实时考核，是灵活用工单位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包括共享用工、远程办

公在内的多种灵活用工形式，在打破工作空间和场所限制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催

生了新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企业难以掌握此类员工的工作状态和工作进度。三是员工

与组织关系复杂化带来的管理难题。大量地使用灵活用工人员使企业面临组织内部人

力资源管理失效的问题（Ashford et al.，2018）。灵活用工人员与正式员工之间、不同

人力资源公司员工之间，在身份认同、组织管理、统筹协调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杨

伟国、韩轶之，2021），这对强化身份认同、增强凝聚力和统筹规划的企业管理工作提

出了挑战。

而数字化赋能有助于实现企业管理架构的升级（李兰等，2022），从而可以针对性

地解决企业在实施灵活用工过程中面临的管理问题。首先，数字化赋能有助于缓解由

流动性带来的员工招聘和薪酬支付问题。数字化赋能可以降低存在于劳资双方之间的

搜寻成本与匹配成本，实现劳动力供需双方的快速精准匹配（李海舰、李凌霄，2022；
刘奕、夏杰长，2016；裴长洪等，2018；Goldfarb & Tucker，2019），有效缩短企业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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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时间。基于数据和算法的管理机制信息化能够辅助实现更加高效的入离职办理、薪

酬管理和劳动过程监管（谷方杰、张文锋，2020）。其次，数字化赋能有助于缓解由信

息不对称带来的项目监管和成果考核困难。基于算法的管理机制信息化和以结果为导

向的算法监管体系，可以实现对劳动过程和员工任务完成度的有效监管（谷方杰、张

文锋，2020；Wood et al.，2019）。特别地，当数字化深刻嵌入企业运营管理和业务体

系之后，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披露将得以重塑（Hinings et al.，2018）。不

同利益主体之间、不同项目运作阶段之间的信息能够实现快速有效的动态更新，进而

改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信息透明度，缓解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后，

数字化赋能有助于缓解由员工与组织关系复杂化带来的管理困难问题。数字化赋能通

过加速企业内部的学习机制，驱动企业实现从粗放式管理到数字化管理的能力跨越

（肖静华等，2021）。管理机制、人力资源的信息化叠加企业的基层培训活动，有助于

实现员工的能力提升和自我驱动，并强化其组织认同感（谷方杰、张文锋，2020）。基

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待检验的假设 2：数字化赋能通过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以

及实现企业管理架构的升级，促进企业灵活用工。

三　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为考察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活用工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Rflexi = β0 + β1 Digiti + αXi + ηj + δk + ε （1）
其中，i、j和 k分别表示企业、行业和省份。被解释变量Rflex表示企业灵活用工程

度；解释变量Digit表示企业是否实现了数字化赋能；Xi 代表一系列企业层面的特征变

量，用以控制企业特征差异对回归结果的影响；ηj 和 δk 分别代表行业固定效应与省份

固定效应，用以控制行业和省份层面不可观测的混杂因素对模型估计的干扰；ε为随机

干扰项。在具体实证分析中，为缓解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使用了稳健标准

误进行估计。本文重点关注的估计系数为 β1，它捕捉了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活用工的

实际效果。根据理论分析，本文预期β1显著为正，即数字化赋能促进了企业灵活用工。

（二）变量选取及定义

1.企业灵活用工（Rflex）

借鉴高友才等（2014）的做法，本文使用灵活用工人数占全体员工人数的比重刻

画企业的灵活用工水平。具体而言，利用 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问卷中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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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就业部分的“灵活用工人员占比”这一问题衡量企业的灵活用工水平。灵活用工

人员占比越高，企业的用工灵活性也越高。同时，本文还构造了企业灵活用工形式的

数量（Count）和是否存在灵活用工（W-flex）两个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中，灵活

用工形式数量指企业所采用的灵活用工形式的具体数量（灵活用工形式包括共享用工、

劳务派遣、业务外包、非全日制用工和远程办公五种）；是否存在灵活用工衡量企业当

年是否存在灵活用工情况，若存在至少一种灵活用工情况则取值为1，反之为0。
2.数字化赋能（Digit）

现有研究对数字化赋能的测度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通过对企业年报进行

文本分析，即对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用词频数据代理数

字化赋能程度（陈庆江等，2021；吴非等，2021）。另一种方法是通过问卷调查实现，

此类研究利用结构化调查问卷测量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水平，常见的变量设置为通过

“是否采用数字化转型”等问题定义二值变量（何帆、刘红霞，2019）。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调查问卷，因此主要采用第二种方法进行刻画。具体而言，本

文借助问卷中关于转型升级与创新部分的一组问答“您企业当前的数字化程度”，即

“并无数字化程度、初始程度、使用阶段、中等程度、一体化程度”，来设置虚拟变量。

将所有回答“并无数字化程度”的企业赋值为 0，其余企业赋值为 1，用以刻画目标企

业是否实现数字化赋能。

3.控制变量（X）

参考魏下海等（2015）的研究，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层面

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年龄（Age）、企业主营业务收入（Sale）、企业出口总额（Export）

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High_tech）。其中，考虑到数据的平滑性及回归系数的经济含

义，本文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和企业出口总额采用对数处理，其余变量采用水平值。

（三）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使用 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该数据由中共中

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

民营经济研究会联合开展。调查时间截至 2020年 11月，调查对象涵盖全国 31个省份

（包括自治区、直辖市，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共计 2.2万余家不同规模的民营企业，覆

盖国民经济的全部 19个行业。统计内容包括企业主要出资人情况、企业基本情况、就

业与用工、投资与全球化、治理结构与内部关系、转型升级与创新、企业社会责任、

抗击疫情与复工复产、预期与态度等。

此外，本文在构建工具变量时所使用的数字创业基础数据来自天眼查平台，异质性

··115



劳动经济研究　2025年第13卷第3期

分析部分使用的商品市场分割度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度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具体采用了 2019年和 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分地区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城镇民营

企业平均工资两项数据。考虑到问卷数据质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深

度清理：一方面，删除了主要变量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民营企业；另一方面，删除了

在“其中灵活用工人员大约占（没有请填写 0）”和“企业用工状况包括哪些形式（多

选）”两个问题的回答过程中存在明显矛盾的样本。例如，一些企业在“其中灵活用工

人员大约占 （没有请填写 0） ”中填写为 0，但在“企业用工状况包括哪些形式 （多

选）”中又明确写出存在灵活用工类型，前后明显矛盾，本文将此类样本予以剔除。此

外，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前后各1%水平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9428条观测值。

表 1 报告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灵活用工人员占比的均值为

0.115，表明目前中国民营企业的灵活用工水平仍有提升空间，灵活用工人员占比尚不

足 12%。是否存在灵活用工的均值为 0.345，说明仅有约 35% 的企业实施了灵活用工，

这进一步证明目前中国民营企业对待灵活用工这一新兴用工模式仍保持谨慎态度。数

字化赋能的均值为 0.671，超过一半的企业已涉及数字化赋能。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未见异常，可排除异常值对估计结果的潜在干扰。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灵活用工形式的数量

是否存在灵活用工

数字化赋能

企业年龄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

企业出口总额的对数

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

观测值

9428
9428
9428
9428
9428
9428
9428
9428

均值

0.115
0.558
0.345
0.671

12.965
6.888
0.781
0.255

标准差

0.216
0.888
0.475
0.470
7.667
2.810
1.989
0.436

最小值

0
0
0
0
0
0
0
0

25%分位数

0
0
0
0
7

5.252
0
0

75%分位数

0.1
1
1
1

18
8.822

0
1

最大值

1
5
1
1

115
13.864
8.243

1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为检验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活用工的影响，基于式（1）估计得到的基准结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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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所示。由表 2可知，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核心解释变量数字化赋能的估计系数

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赋能显著提升了企业灵活用工，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

1。进一步，以纳入所有控制变量的第（2）列为例，对回归结果的经济意义进行阐释：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 0.021，表明实施数字化赋能的企业灵活用工水平比未实施数字

化赋能的企业高出2.1%。

表2　数字化赋能与灵活用工：基准回归

数字化赋能

企业年龄

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对数

企业出口总额的对数

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

常数项

样本量

调整的R2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1）
0.017***
（0.005）

0.103***
（0.004）

9428
0.067
是

是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2）
0.021***
（0.005）

-0.000
（0.000）

0.000
（0.001）

0.002
（0.001）
-0.036***
（0.005）
0.107***
（0.007）

9428
0.071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内生性检验

基准回归初步证明了本文的核心结论，但仍然存在一定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从以

下两个方面缓解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第一，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将特征相似

的实施数字化赋能的企业和未实施数字化赋能的企业加以匹配，以缓解模型设定偏误

问题；第二，构建工具变量克服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和遗漏变量问题。

1.倾向得分匹配法（PSM）

本文以企业年龄、主营业务收入对数、出口总额对数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作为

匹配变量，对实施数字化赋能的企业（控制组）和未实施数字化赋能的企业（对照组）

进行匹配，以使二者在除数字化赋能之外的其他因素方面尽可能保持一致。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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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hejia & Wahba （2002）的方法，本文计算了匹配前后控制组和对照组特征变量的均

值。均值比较的 t检验显示，匹配之后控制组企业和对照组企业在年龄、主营业务收入

对数、出口总额对数和是否为高新技术企业等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倾向得分

匹配的平衡性要求得到满足①。进一步地，表 3报告了基于PSM权重进行的基准回归结

果。本部分采用近邻匹配法，分别对第（1）列至第（3）列进行了 k=1、2、5的有放回

近邻匹配。结果显示，数字化赋能对灵活用工人员占比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仍然显著

为正。

表3　数字化赋能与灵活用工：基于PSM权重

数字化赋能

常数项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k=1）
（1）

0.021***
（0.005）
0.108***
（0.009）

8349
0.073
是

是

是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k=2）
（2）

0.025***
（0.005）
0.113***
（0.009）

8969
0.091
是

是

是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k=5）
（3）

0.027***
（0.004）
0.109***
（0.008）

9367
0.093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2.工具变量法（IV）
本文基准回归的核心回归结果可能因内生性问题而存在偏误，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第二，潜在的反

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区县数字创业活跃度（工具变量 1）和企业经

营者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偏好程度（工具变量 2）分别作为数字化赋能的工具变

量，以期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其中，区县数字创业活跃度参考沈艳等（2024）的研

究，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以下简称

《统计分类》）确定属于数字创业的行业分类，并将该行业分类与天眼查的行业分类相

匹配，将机构类型为“企业”的选中条目视为数字创业。随后，将成立时间处于该年

度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之间的企业视为该年新成立的数字企业。最后，用区县在特定

①　  受到篇幅所限，平衡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汇报，留存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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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新成立的数字企业数量与当年新成立企业总数量的比值作为区县的数字创业活跃

度。企业经营者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偏好程度来自问卷中“您曾经或将来是否会

鼓励您的孩子学习人工智能等编程课程”，对回答为“有”的样本企业赋值为 1，回答

为“没有”的样本企业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
前述两个工具变量均满足相关性要求和外生性要求。具体而言，一方面，区县数

字创业活跃度反映了区县政府对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重视和扶持力度以及区县数字基

础设施状况，能够影响企业的数字化赋能战略（肖土盛等，2022），因此满足相关性。

同时，各区县新创数字企业的占比并不会直接影响企业的劳动雇用决策，满足外生性

条件。另一方面，注意力配置理论指出，企业的决策会受到决策者注意力等心理认知

因素的影响（Ocasio，1997），而企业经营者对子女人工智能（AI）等数字技术培养的

态度，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其对AI等数字技术的心理认知和偏好程度，这种心理认知和

偏好程度会有效影响企业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决策和行动（崔煜雯等，2024），因此满足

相关性。此外，企业家对于AI等数字技术的注意力配置主要作用于企业的数字化相关

进程，很难直接影响企业的劳动雇用决策，因此企业经营者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

偏好程度也满足外生性。

表4报告了工具变量回归的情况。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与前文的预测一致，即区县

数字创业活跃度和企业经营者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偏好程度均对数字化赋能具有

显著的正向影响。在第二阶段回归中，数字化赋能对灵活用工人员占比的影响在 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核心系数为 0.097。这意味着，对于实施数字化赋能的企业而言，其

灵活用工水平较未实施数字化赋能的企业高出 9.7个百分点。表 4还报告了Kleibergen-
Paap rk LM统计量、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和Hansen J统计量对应的 p值。其

中，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66.417，在 1% 的水平上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

的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 的临界值（19.93），且 Hansen J
统计量对应的 p值大于 0.1。这两项结果依次说明了本文在回归中使用的工具变量不存

在弱识别问题和过度识别问题。综合来看，工具变量的选择有效。因此，在排除内生

性影响后，本文关于数字化赋能对灵活用工正向影响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表4　数字化赋能与灵活用工：工具变量回归

数字化赋能
0.097**

（0.047）

数字化赋能

（1）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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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变量1

工具变量2
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统计量

Hansen J统计量（p值）

样本量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0.417*
（0.217）
0.050***
（0.006）

8443
是

是

是

66.417***

33.392
0.116
8443
是

是

是

续表

数字化赋能

（1）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2）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和天眼查平台数据计算得到。

同时，进一步考虑到本文所构造的企业经营者对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偏好程度，

源自企业经营者对问卷调查的回答，其可能与企业家自身特征密切相关。如果这些固有

特征因素会进一步影响到企业的劳动雇用决策，则可能使得工具变量2无法满足工具变

量的外生性（排他性约束）。为此，首先，参考Deschenes et al.（2020）的思路并考虑到

自身问卷数据的可得性，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家年龄（P-Age）、性别（Gender）和教

育程度（Education）等企业家特征①，以排除工具变量 2通过企业家自身特征相关途径

影响企业灵活用工的可能性。其次，从理论上讲，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排他性约束）是

一种证实性命题，本质上无法直接验证。因此，本文参考Caprettini & Voth （2023）的

思路，采用证伪分析的方法侧面检验工具变量2是否满足外生性（排他性约束）。

具体而言，工具变量2满足外生性（排他性约束）意味着其仅通过影响数字化赋能

进而影响企业灵活用工。如果工具变量 2满足外生性（排他性约束），则在工具变量 2
无法影响数字化赋能的子样本中，理应观察不到其与企业灵活用工之间的相关性。基

于此，本文第一步在全样本层面检验了工具变量2与企业灵活用工之间的相关性，第二

步选择住宿和餐饮行业的企业作为子样本，检验工具变量2与企业灵活用工决策之间的

相关性。从数字化赋能的实践情况来看，住宿和餐饮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线下服务

①　  对于文化程度变量，初中及以下赋值为 1，高中、职高、中专、技校赋值为 2，大专赋值为

3，本科（含双学士）赋值为4，硕士赋值为5，博士赋值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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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数字化赋能对其核心业务（如顾客面对面互动、现场环境）的提升空间有限。

例如，餐饮业引入智能点餐系统可以优化效率，但无法替代厨师烹饪或顾客就餐体验。

因此，在子样本中，企业家是否鼓励孩子学习人工智能等编程课程所体现的人工智能

等技术的注意力配置，很可能无法直接作用于自身所经营的企业层面，即此时工具变

量2无法直接影响企业数字化赋能进程。综合上述分析，如果本文在第一步中观察到工

具变量 2与企业灵活用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而在第二步中未观察到工具变量 2与企

业灵活用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工具变量2很可能满足外

生性（排他性约束）。

表 5报告了工具变量排他性约束检验的结果。结果显示，在加入企业家相关特征

后，数字化赋能在第二阶段回归中依旧显著提升了企业灵活用工。同时，在全样本中，

工具变量 2与企业灵活就业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在子样本中，工具变量 2与企业

灵活就业之间并未呈现显著相关性。以上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工具变量2很可能满

足外生性（排他性约束）。

表5　工具变量的排他性约束检验

数字化赋能

工具变量2

常数项

样本量

调整的R2

企业家特征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1）
0.101**

（0.048）

8432

是

是

是

是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2）

0.005*
（0.003）
0.114***
（0.007）

9415
0.070
否

是

是

是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3）

0.002
（0.012）

0.065**
（0.029）

367
0.039
否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三）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确认基准回归结果的可信度，本文通过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纳入

更多控制变量与更为严格的固定效应、调整标准误聚类层级等多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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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为缓解回归结果对度量指标敏感性所造成的结果偏差，本文采用更换解释变量和被

解释变量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使用灵活用工形式的数量以及企业是否存

在灵活用工行为刻画企业的灵活用工行为。其次，本文根据问卷问题“您企业当前的数

字化程度”，将回答为并无数字化程度、初始程度、使用阶段、中等程度、一体化程度

的企业依次赋值为 0、1、2、3、4，用以刻画企业的数字化赋能程度。表 6报告了更换

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后，数

字化赋能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6　稳健性检验：更换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

数字化赋能

数字化赋能程度

常数项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灵活用工形式的数量

（1）
0.185***
（0.019）

0.498***
（0.028）

9428
0.039
是

是

是

是否存在灵活用工行为

（2）
0.086***
（0.011）

0.336***
（0.015）

9428
0.044
是

是

是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3）

0.006***
（0.002）
0.112***
（0.007）

9428
0.070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2.纳入更多控制变量与更为严格的固定效应

首先，受问卷数据限制，本文在基准模型中控制了相对重要的控制变量，但考虑

到仍有一些变量，如企业用工规模、企业工资水平等，可能也是混淆因素，若不加以

控制，可能会干扰回归结果。因此，参考魏下海等（2015）的研究，本文进一步在表 7
第（1）列中纳入了企业用工规模（企业员工人数）的对数和企业工资水平（企业为员

工支付工资费用）的对数两个变量，以排除其可能带来的混杂因素。其次，考虑到在

中国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各地区进行了多样化的政策试点，同时不同行业也

面临着不同的政策支持力度，为排除上述不可观测混淆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

进一步控制了城市-行业交互固定效应。表 7报告了纳入更多控制变量与更为严格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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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是补充更多控制变量，还是加入城市-行业固定效

应，数字化赋能的估计系数依旧在 1%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

健性。

表7　稳健性检验：纳入更多控制变量与更为严格的固定效应

数字化赋能

企业用工规模的对数

企业工资水平的对数

常数项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城市-行业固定效应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1）
0.013**

（0.005）
0.032***
（0.003）
0.013***
（0.002）
0.095***
（0.010）

8314
0.099
是

是

是

否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2）
0.018***
（0.006）

0.107***
（0.010）

9364
0.124
是

否

否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3.调整标准误聚类层级

考虑到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在更高维度上相关，本文将标准误重新聚类到行

业层面、城市层面和行业-城市层面，并进行重新估计。表 8报告了调整标准误聚类层

级后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聚类方式，数字化赋能的估计系数依旧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本文核心结论的稳健性。

表8　稳健性检验：调整标准误聚类层级

数字化赋能

常数项

样本量

0.021***
（0.004）
0.107***
（0.009）

9428

0.021***
（0.005）
0.106***
（0.007）

9364

0.021***
（0.005）
0.106***
（0.008）

9364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1）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2）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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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0.071
是

是

是

0.071
是

是

是

0.071
是

是

是

续表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1）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2）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3）

注：第（1）列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层面的稳健标准误；第（2）列括号内为聚类到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第（3）列括号内为聚类到行业-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五　拓展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化赋能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和实现企业

管理架构升级，促进企业灵活用工。本文将为这两组机制提供实证证据。首先，针对企

业-员工技能匹配度这一机制，受限于问卷数据，本文无法找到合适的指标精准刻画企

业-员工的技能匹配程度，因此参考黄卓等（2024）、肖土盛等（2022）的研究，采用分

组估计的方式从侧面对这一机制进行验证。具体而言，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如果数字化

赋能通过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程度进而促进企业灵活用工，那么数字化赋能对企业

灵活用工的提升效果应在无法获取合适职业技能劳动者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因此，本文

根据问卷问题“您认为影响企业招工的因素有哪些（多选）”将企业分为两组。具体而

言，若回答中包含“劳动者的职业技能与企业需求不匹配”，则将企业归类为无法获取

合适职业技能劳动者的组别，记作 1；反之，则将企业归类为可以获取合适职业技能劳

动者的组别，记作 0。随后进行分组估计，为本文的机制分析提供经验证据。同时，为

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分组估计。

表9报告了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机制检验的结果。观察结果可以发现，在使用

普通最小二乘（OLS）的分组估计中，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活用工人员占比的提升效果

在无法获取合适职业技能劳动者组中更加显著。而在 IV分组估计中，数字化赋能显著提

升了无法获取合适职业技能劳动者组企业的灵活用工水平，但对可以获取合适职业技能

劳动者组企业的灵活用工水平并无显著提升效果。这一结果总体符合预期，从侧面支持

了数字化赋能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促进企业灵活用工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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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机制检验：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

数字化赋能

常数项

系数差异p值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OLS估计（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无法获取合适职业
技能劳动者组

（1）
0.026***
（0.007）
0.111***
（0.011）

0.014
4519
0.068
是

是

是

可以获取合适职业
技能劳动者组

（2）
0.016**

（0.007）
0.103***
（0.010）

4909
0.074
是

是

是

IV估计（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无法获取合适职业
技能劳动者组

（3）
0.167**

（0.067）

0.112
4068

是

是

是

可以获取合适职业
技能劳动者组

（4）
0.045

（0.067）

4375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差异 p值根据费舍尔置

换检验抽样1000次后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其次，对于企业管理架构升级这一机制，本文利用问卷中转型与升级部分的“您

觉得数字化、智能化在哪些方面能够为您的商业活动提供支持？”这一问题，构建企业

管理架构升级指标，用以验证数字化赋能是否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管理能力提升这一途

径，对其用工灵活性施加影响。具体而言，若回答中包含“企业内部管理能力（办公、

财务、人力等）”，则将企业管理架构升级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但同时考虑到

管理架构升级这一变量的构造存在一定的企业家主观性回答偏误，即混杂了企业家自

身特征因素，故本文还在估计方程中纳入了企业家的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变量，

对机制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参考江艇（2022）的做法，本文进一步将灵活用工对

企业管理架构升级进行回归，以为机制分析提供更多相关性证据。

表 10报告了企业管理架构升级机制检验的结果。第（1）列和第（2）列回归结果

显示，无论是否纳入企业家特征相关控制变量，数字化赋能系数在 1%的统计水平上均

显著为正，表明数字化赋能有助于企业实现管理架构升级。第（3）列的回归结果显

示，管理架构的升级与企业灵活用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综合来看，数字化赋能能够

有效推动企业管理架构的升级，进而缓解企业在采用灵活用工方式时面临的管理困难，

使企业的灵活性需求得到满足，最终提升企业用工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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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　机制检验：实现企业管理架构升级

数字化赋能

企业管理架构升级

企业家的年龄

企业家的性别

企业家的受教育程度

常数项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管理架构升级

（1）
0.041***
（0.009）

0.671***
（0.014）

9390
0.035
是

是

是

企业管理架构升级

（2）
0.039***
（0.009）

0.000*
（0.000）

-0.010
（0.008）
0.014***
（0.005）
0.631***
（0.024）

9378
0.036
是

是

是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3）

0.010*
（0.005）

0.105***
（0.007）

9390
0.070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二）异质性分析

前文讨论了数字化赋能与企业灵活用工之间的关系，而灵活用工的不同类别、数

字化进程以及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差异，亦可能影响数字化赋能作用的发挥。基于此，

本文采用横截面分组的方法，探究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活用工的异质性影响，同时旨

在为本文的核心机制——“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和实现管理架构升级”提供更为

翔实的经验证据。

1.不同类别的灵活用工形式

不同灵活用工方式受到数字化赋能的具体影响可能并不一致。早在信息革命和数

字技术兴起之前，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业务外包等用工方式就已长期存在，其

用工流程与范式相对成熟。但受限于匹配效率低下、匹配成本高昂等因素，其发展相

对缓慢，而数字技术的普及与应用为其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远程办公、共享

用工等用工方式则是伴随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兴起而发展的 （李海舰、李凌霄，

2022）。本文进一步分析数字化赋能对各种具体灵活用工形式的影响。

表 11报告了数字化赋能对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业务外包、共享用工和远程

办公五种具体灵活用工形式的估计结果。观察结果发现，数字化赋能对各种灵活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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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均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整体而言，其对相对成熟的灵活用工形式的提升效

果更强，其中对非全日制用工的促进效果最为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文提出

的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机制，即数字化技术使企业能够迅速匹配非全日制用工的

供需，借助大数据和AI，企业可以精准匹配非全日制员工的技能与岗位要求。而数字

化赋能对远程办公的提升效应相对较弱，这可能是因为尽管远程办公直接受益于数字

技术，但相较于成熟的灵活用工模式，远程办公作为一种新兴的灵活用工方式，仍面

临团队协作困难、自律性不足、绩效管理困难以及隐私权与监督权冲突等问题，这也

制约了企业对该灵活用工模式的选择。

表11　异质性分析：区分不同类别的灵活用工方式

数字化赋能

常数项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非全日制用工

（1）
0.052***
（0.008）
0.178***
（0.012）

9428
0.039
是

是

是

劳务派遣

（2）
0.040***
（0.008）
0.098***
（0.011）

9428
0.012
是

是

是

（3）
0.043***
（0.007）
0.085***
（0.010）

9428
0.020
是

是

是

业务外包

（4）
0.029***
（0.007）
0.107***
（0.010）

9428
0.013
是

是

是

共享用工

（5）
0.021***
（0.003）
0.029***
（0.005）

9428
0.007
是

是

是

远程办公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2.区分企业的数字化进程

在理论分析中，本文指出数字化赋能可以通过提升企业-员工技能匹配度和实现管

理架构升级，进而促进企业灵活用工。而在实践中，在企业数字化进程的不同阶段，数

字化赋能对上述机制路径的影响实际上存在差异。例如，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筛选简

历，可以更为便捷且低成本地实现企业-员工技能匹配，这在数字化进程的初步阶段就足

以实现。而利用数字技术实现管理架构升级，则需要相关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企业运营管

理和业务体系，形成数字化的组织业态（Hinings et al.，2018），这往往意味着更为深入

的数字化进程。因此，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在不同数字化进程下，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活

用工的差异化影响，以增加研究深度，并为理论分析提供更多经验证据。具体而言，本

文根据企业对“您企业当前的数字化程度”问题中的回答，将企业的数字化进程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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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无数字化程度、初始程度、使用阶段、中等程度、一体化程度五类，并将回答为初始

程度和使用阶段的企业数字化进程定义为初步数字化进程，将回答为中等程度和一体化

程度的企业数字化进程定义为深入数字化进程，并依次分析其对灵活用工的提升作用。

区分企业数字化进程后的估计结果如表 12所示。估计结果表明，无论是初步数字

化进程还是深入数字化进程，数字化赋能均对用工灵活性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但该

促进作用在数字化进程更深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类企业能够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实现

低成本的员工筛选，并将数字技术融入自身组织业态，实现管理架构的升级，最终提

升企业用工灵活性。该结果进一步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撑。

表12　异质性分析：区分企业数字化进程

数字化赋能

常数项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初步数字化进程

（1）
0.020***
（0.005）
0.105***
（0.008）

8210
0.073
是

是

是

深入数字化进程

（2）
0.026***
（0.008）
0.119***
（0.009）

4321
0.077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3.不同的市场分割度

已有研究指出，数字化赋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搜寻、匹配成本，实现劳动力供需

双方的即时、精准连接（李海舰、李凌霄，2022；刘奕、夏杰长，2016；裴长洪等，

2018；Goldfarb & Tucker，2019），进而促进企业招聘和劳动力就业。然而，考虑到灵

活用工市场在用工时长、招聘周期、项目管理等方面与传统用工市场之间存在诸多不

同（杨伟国、韩轶之，2021），以及较之传统雇用市场，灵活用工市场对信息流通性的

要求更高，受信息不对称的制约作用更严重等现实因素，本文进一步探讨了不同搜寻

和匹配成本下数字化赋能对企业灵活用工的差异化影响。本文借鉴施炳展和李建桐

（2020）使用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分割度数据刻画企业搜寻成本的做法，通过区分省级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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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商品市场分割度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度，对企业面临的搜寻、匹配成本加以识别。

一般而言，市场分割度指数越大，该地的市场分割情况越严重，位于该区域内的企业

也将面临更高的搜寻、匹配成本。具体地，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桂琦寒等，2006；
赵奇伟、熊性美，2009）分别构建了 2020年中国 31个省份的商品市场分割度指数和劳

动力市场分割度指数①。其中，商品市场分割度指数采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分地区商

品零售价格指数构建而成，涵盖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纺织品、家用电器及音

响器材、文化办公用品、日用品、体育娱乐用品等 16个大类的全部商品价格信息。劳

动力市场分割度指数采用城镇民营企业平均实际工资指数构建而成。考虑到本文的微

观企业数据全部来自私营企业，既有研究以城镇非私营企业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为基础

计算得到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度指数可能并不具备充分的解释力，因此本文以城镇私营

企业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作为基础数据②。

区分市场分割度后的回归结果如表 13所示。回归结果表明，无论是按照商品市场

划分还是按照劳动力市场划分，数字化赋能对用工灵活性的正向促进作用均在高市场

分割度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类企业通常面临更高的搜寻和匹配成本，数字化赋

能通过提升企业的信息搜集和数据处理能力，有效缓解了灵活用工在人员招聘、流动

性管理以及信息处理等方面所面临的各种困难，进而有助于企业用工灵活性的显著提

升。这也进一步为本文的理论分析提供了有力支撑。

表13　异质性分析：不同的市场分割度

数字化赋能

常数项

系数差异p值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0.017**
（0.007）
0.128***
（0.011）

0.046
4560
0.059
是

0.025***
（0.006）
0.087***
（0.010）

4868
0.080
是

0.014*
（0.008）
0.101***
（0.012）

0.002
3759
0.072
是

0.025***
（0.006）
0.112***
（0.009）

5669
0.067
是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商品市场分割度低

（1）
商品市场分割度高

（2）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劳动市场分割度低

（3）
劳动市场分割度高

（4）

①　  受到篇幅所限，本文未能对商品市场分割度指数和劳动力市场分割度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详

细说明，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获取。

②　  民营企业平均实际工资指数的计算方法与《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非私营企业平均实际工资

指数的构建方式保持一致，其基础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中报告的城镇私营企业平均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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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续表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商品市场分割度低

（1）
商品市场分割度高

（2）

灵活用工人员占比

劳动市场分割度低

（3）
劳动市场分割度高

（4）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差异 p值根据费舍尔置

换检验抽样1000次后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三）经济效应：数字化赋能下灵活用工的降本增效作用

在前文的分析中，本文已充分论证了数字化赋能可以显著提升企业的灵活用工，

并且该提升效应在不同灵活用工类型和不同外部环境的企业中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

征。然而，仍有一些重要问题尚未回答。企业灵活用工的核心目的是实现降本增效，

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员工质量不稳定、管理困难等顽疾切

实制约了企业灵活用工降本增效效能的发挥。从理论上讲，数字化赋能在提升企业-员
工技能匹配度、实现企业管理架构升级以及提供一站式服务等方面，展现出巨大的潜

力和优势（李兰等，2022；裴敏，2020）。那么，数字化赋能是否能成为打开企业灵活

用工降本增效效能的关键“钥匙”呢？这是下文将重点论证的问题。

为论证上述问题，依照前文的逻辑，首先，本文根据“您企业当前的数字化程度”

问题中企业的回答将所有企业分为两组，其中回答“并无数字化程度”的企业纳入非数

字化赋能组，赋值为 0，其余企业纳入数字化赋能组，赋值为 1。其次，参考廖义刚和

杨雨馨（2024）的研究，本文采用为员工支付的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刻画企业的用工成

本。同时，参考胡海峰等（2024）的研究，采用LP法测度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①。最

后，本文采用分组估计，比较数字化赋能组与非数字化赋能组企业中灵活用工对其用工

成本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而论证数字化赋能下灵活用工的降本增效效能。

估计结果如表14所示。在数字化赋能组中，灵活用工显著降低了企业的用工成本，

并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在非数字化赋能组中，灵活用工并未产生显著效

应。数字化赋能所引致的灵活用工能够更有效地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提升企业生产效率，

成为企业降本增效的有力支撑，进一步证明了数字化赋能下灵活用工的降本增效作用。

①　  受到问卷数据的限制，本文采用主营业务收入作为产出，员工人数作为劳动投入，净资产总

额作为资本投入，交纳的各类规费、应付的各项摊派及公关招待费之和作为中间品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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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数字化赋能下灵活用工的降本增效作用

数字化赋能

常数项

系数差异p值

样本量

调整的R2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员工支付的平均工资的自然对数

非数字化赋能组

（1）
-0.112

（0.122）
-2.447***
（0.117）

0.171
2635
0.465
是

是

是

数字化赋能组

（2）
-0.223***
（0.086）
-1.594***
（0.071）

5683
0.392
是

是

是

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非数字化赋能组

（3）
-0.091

（0.105）
-2.137***
（0.075）

0.012
2637
0.563
是

是

是

数字化赋能组

（4）
0.125*

（0.067）
-1.642***
（0.069）

5421
0.389
是

是

是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系数差异 p值根据费舍尔置

换检验抽样1000次后计算得到。

资料来源：根据2020年第十四次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六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国企业数字化赋能不断推进、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的背景下，探讨数字

化赋能对灵活用工的影响，一方面有助于揭示数字化赋能的就业效果及其作用机制，另

一方面有助于明确灵活用工的驱动因素及相应的政策着力点。本文基于第十四次中国私

营企业调查数据，研究发现：第一，企业数字化赋能与其用工灵活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

向关系，相较于未实现数字化赋能的企业，实现数字化赋能的企业用工灵活性显著提

升；第二，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赋能主要通过提升企业与员工技能匹配度和实现管理

架构升级，促进企业灵活用工；第三，区分灵活用工方式类型的研究表明，数字化赋能

对非全日制用工方式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区分企业数字化进程和市场分割度的研究表

明，数字化赋能对深度数字化、高市场分割度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第四，关

于数字化赋能下灵活用工降本增效作用的研究发现，数字化赋能带来的灵活用工显著降

低了企业用工成本，并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效实现了降本增效。

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推动企业因地制宜、多环节同步推进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赋能下的灵活用工具有明显的降本增效作用，对期望提升用工灵活性、充分吸

收灵活用工“红利”的企业而言，一是要合理评估自身实际，即位于高市场分割度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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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面临更高搜寻和匹配成本的企业，更应推进自身数字化赋能；二是要推动企业雇

用、管理等多环节的全面数字化转型，既要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海量数据搜集与处理

过程中的技术优越性，实现人岗匹配，切实推动高素质劳动力的灵活性供给转化为企

业的灵活用工，又要着重强化其在组织管理环节的赋能作用，深化数字技术对企业流

动性管理、信息管理、团队组织关系管理等多环节的能力提升，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

灵活用工面临的管理难题，推动灵活用工顺利实施。

第二，鼓励劳动者强化数字技术积累。伴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不断推进，中国灵活用工市场规模有望进一步扩大，用工方式灵活化将呈扩大

趋势。企业灵活用工对数字技术的偏向性需求要求劳动者具备更加全面的数字素养。

用好数字技术，一方面将有效缓解劳动者在参与招聘时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增加

劳动者的灵活性岗位选择；另一方面也将使其在后续的职业发展和工作转换中保持竞

争力，对其适应未来日益灵活的就业市场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加强政府引导，切实做好政策保障。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

就业的“蓄水池”。数字化赋能可以有效打通民营企业灵活用工的“堵点”，并为稳就

业目标提供支撑。为使民营企业充分把握数字时代新趋势，政府应切实贯彻《“十四

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国发〔2021〕 29号）和《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加快改革发展与

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发改体改〔2020〕 1566号）文件精神，切实支持民营企业参与

数字化转型，推动中小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为民营企业数字化赋能提供专项资

金和融资支持。从梯度化财政补贴与税收激励、构建数字服务生态、创新金融支持工

具、优化制度保障环境等多个方面支持民营企业数字化赋能，通过政策组合拳，有效

破解民营企业数字化过程中的“不敢转”“不会转”难题，借助数字经济的内生动力，

实现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从企业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中国民营企业数字化赋能对灵活用工的作用效

果及其作用机理，旨在解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如何实施灵活用工的问题。然而，

基于企业视角的研究并未涉及灵活用工下员工的福利效应问题，而该问题目前在学术

界仍颇具争议。一种观点认为，灵活用工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来源，有助于劳动者实

现生活与工作的平衡，并提升其忠诚度（陈维政等，2007；Isaksson et al.，2010）。另

一种观点则认为，灵活用工对劳动者的劳动收入、工作稳定性、社会保障等产生负面

影响 （王欢欢等，2022；王永洁，2018；Green & Leeves，2013；Lehweß-Litzmann，
2012），且这种负面作用进一步受到不完善监管制度的强化（涂永前，2018；王全兴、

刘琦，2019；张成刚、陈雅茹，2023）。因此，如何在企业视角的基础上，进一步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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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视角延伸至劳动者福利层面，从劳动者角度回答是否应参与灵活用工以及如何参与

灵活用工的问题，将成为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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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upon data from the 14th China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in 2020,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on corporate flexible employment.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empowerment significantly promotes workforce flexibility.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ddressing potential endogeneity using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s, alongside a series of robustness checks. Mechanism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digital empowerment primarily fosters flexible employment by enhancing the 
employee-job skill match and by upgrading corporate management structures. The former enables 
employees to better meet the firm’s technological demands, while the latter strengthens the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to adopt flexible employmen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gital empowermen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part-time employment. Furthermore, 
this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enterprises with a high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and in regions 
characterized by high market segmentation.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effects indicates that flexible 
employment, driven by digital empowerment, leads to reduced labor costs and enhanced 
productivity, thereby substantially supporting firms in cost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mployment effects of digital 
empowerment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s. It also helps clarify the driving factors of flexible 
employment and identify pertinent policy focal points.
Keywords: digital empowerment, flexible employment, employee-job skill match, management 
structure upgrading
JEL Classification: M51, J21, 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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